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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或可待:“离婚冷静期”规定
对离婚登记数量趋势的影响∗

董　 浩

提要:本文关注“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登记数量趋势的影响,间接

探讨了冲动等不可观测主观因素在我国离婚决策中的角色。 基于民政部

2018—2021 年省—季度统计数据,辅以国家统计局、裁判文书网、百度指数

等数据,本研究通过事件研究和双重差分等政策评估方法交叉验证发现,
“冷静期”使得各省各季度离婚登记数量平均减少 1. 03 ~ 1. 32 万对,较前三

年降低了 33% ~ 42% 。 在以往复婚较普遍、青年离婚占比较大、对“冷静

期”等离婚相关信息搜索较多的地区降幅更大,揭示了部分潜在作用机制。
关键词:离婚冷静期　 离婚趋势　 社会政策评估

一、引　 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离婚人口规模迅速攀升。 根据第五、六、七次人口普

查长表数据计算,2000 年我国离婚人口在 15 岁以上总人口中占 0. 903% ,2010
年为 1. 380% ,2020 年为 2. 377% 。①尽管离婚人口的绝对占比仍较低,但是该比

例在 20 年间膨胀了 2. 632 倍,而且涨幅主要集中在近 10 年。 当前,离婚已经成

为公众关注的新家庭现象,与我国强调婚姻稳定、不鼓励离婚的传统家庭文化观

念形成强烈反差。 离婚不仅牵涉夫妻双方切身利益,而且对家人尤其是子女身

心健康和长期发展有复杂影响(张春泥,2019;杨菊华、孙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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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离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关注社会

结构性因素。 “第二次人口转型”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理解社会结

构性因素对离婚影响的较系统和常用的理论框架之一(Lesthaeghe,2014;Raymo
et al.,2015)。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追求从满足生存和生活等物质需求转

变为实现自由自主和个人成就等非物质需求。 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
们更倾向于摆脱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束缚,追求性别平等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

位,也会通过离婚等非传统家庭行为来彰显独立自主(Trent & South,1989)。 有

关我国离婚趋势和地区差异的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发展、人均收入、高等教育、城
镇化、女性就业率、人口流动、出生性别比等发展指标与离婚模式的系统关联

(孟秋丽,2000;徐安琪、叶文振,2002;徐安琪 2012;马忠东、石智雷,2017;石智

雷,2020;Chen et al.,2021;杨菊华、孙超,2021)。
第二类研究关注家庭个体性因素。 可以通过贝克尔的离婚效用(utility)理

论模型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一定的统合概括: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及后续发展

差异,夫妻在做出结婚决策时认为匹配及联合效用最大化的各类个体性因素逐

渐无法匹配初始预期效用或目前可替代配偶人选的潜在效用,故而离婚倾向有

所提高;当离婚的效用大于保持婚姻的效用时,夫妻会选择离婚(Becker,1993)。
虽然贝克尔的简洁理论推导主要采取信息不对称视角并侧重离婚前后财富差

异,但现实中各类家庭个体性因素统合决定了个体离婚与否的总效用。 夫妻的

教育、职业、收入、财富、家庭背景等社会经济地位和匹配模式(陆益龙,2009),
以及结婚年限、子女状态、家庭结构、家务分工、个人生活及流动经历等家庭和个

人特征均对夫妻离婚决策有影响 ( Kalmijn & Poortman, 2006; Lyngstad &
Jalovaara,2010;许琪等,2015;Killewald,2016;刘汶蓉,2019;石智雷,2020)。

然而,离婚决策除了受到上述两类可观测客观因素影响以外,主观因素的影

响同样不可忽视。 例如,“感情破裂”是广为人知且被法律认可的一类离婚原

因,而以夫妻在教育、职业、收入等客观特征“不合”为离婚原因的情形则较少出

现。 人们在进行婚姻匹配时所依赖的可观测客观因素未必对离婚决策贡献最

大,因为夫妻在匹配时倾向于基于可观测因素来推断如性格、情趣、生活追求等

难以判断的不可观测的个人特质,而后一类是难以获取的“信息”,往往需要通

过婚后长期密切互动才能逐渐完全掌握(Becker,1993)。 当然,影响离婚决策的

主观因素很复杂,可能不仅包括夫妻在家庭互动中积累的体验负担和情绪落差,
还包含主客观因素长期互动促使夫妻个人维系婚姻的效用偏好改变,以及“压
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冲动性情绪因素对离婚决策的认知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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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关离婚决策主观因素的讨论在社会学量化研究中长期缺位,也与其

不可观测性和复杂作用机制有关。 然而,我们仍期待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社会

层面的实证认识,了解其在人群中的普遍性和异质性,探究其与家庭政策和社会

制度演化的耦合互动。 毕竟,任何有关婚姻家庭的社会政策都会同时触发夫妻

双方基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决策,对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可能造成预期

和非预期的深远影响,需要全面系统的证据来改进政策设计和效果评估。
鉴于此,2021 年生效的“离婚冷静期”规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又重要的

家庭政策变革背景下的研究机会,可以通过系统的政策评估方法来研究离婚行

为变化,进而从侧面考察部分以往不可观测的主观因素在不断增加的离婚决策

中所扮演的角色。 “离婚冷静期”规定设立的初衷是国家考虑到以往民事登记

协议离婚“成本”较低,为尝试避免冲动、轻率离婚行为而进行立法干预(朱宁

宁,2020)。 这项社会政策对个体家庭来说具有突发性和外生性,并不会直接、突
然地改变夫妻的绝大部分客观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经济地位、生育史、原生

家庭状况、地域家庭文化惯习等)和部分较固定的主观特征(如心理人格特质、
生活习惯、品味偏好等)。 所以,关注由新规定带来的离婚行为变化,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区分剥离那些对离婚决策存在长期稳定影响的常规可观测的

客观因素,聚焦于一些对规定产生应激变化的主观因素(如冲动情绪、利弊权

衡、离婚后果认知等)在离婚行为上的映射。
目前,学界尚没有针对我国“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的基于因果推断的政策

效果评估研究。① 当然,类似于“离婚冷静期”规定这种通过增加离婚生效等待

期的国家干预思路并非我国首创,英、法、美、韩等国都有类似政策,目的都在于

对离婚进行干预,从而减缓婚姻解体、降低离婚率(朱宁宁,2020)。 以与我国家

庭文化相对接近的韩国为例,研究发现其 2008 年立法的“离婚熟虑期”虽未降

低离婚申请率,但显著减少了最终离婚率(Lee,2013;Wie & Kim,2015)。 不过,
有关离婚的家庭政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仍非常稀缺。 所以,本研究旨在填补我

国相关研究空白,系统识别“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部分回应各界

对这项规定的关切,还可以为深入理解我国当下迅速变化的婚姻家庭行为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为后续制定和完善有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促进我国社会

和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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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之最为相关的宋健、李灵春(2022)的研究系统总结了“离婚冷静期”规定出台以前我国离婚相关规

定的长期流变,并对相应婚姻和离婚宏观统计数据的长期趋势变化进行了描述和探讨。



二、政策背景

《民法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获得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

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

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

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这个

三十日期限即为“离婚冷静期”。 据《法治日报》报道,“离婚冷静期”改变了协议

离婚登记程序,与 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的离婚登记程序和审查条件相比,新
增了“冷静期”这道程序,调整为“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五
个步骤(朱宁宁,2020)。 据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龙俊教授介绍,“这一规

定,主要针对的是目前社会上经常发生的所谓‘闪婚闪离’,尤其是‘冲动离婚’
现象。 比如,有的夫妻早上打架下午就去离婚。 为了减少这种现象,民法典就从

制度上进行了设计”(朱宁宁,2020)。
由于出台日期与生效日期存在 7 个月左右的间隔,“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公

众影响实际上存在两个重要时点:规定出台的时点(2020 年 5 月 28 日)以及规

定生效期(2021 年 1 月 1 日)。 规定出台后,在广泛的媒体报道和社会讨论下,
公众对其已形成较普遍的认知;生效后,通过修改离婚登记程序增加三十日“冷
静期”,规定对潜在离婚人群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实际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离婚冷静期”规定仅适用于双方自愿协议离婚,不适

用于一方要求的离婚。 两类离婚涉及不同的程序和渠道:双方自愿协议离婚的

向民政部门申请并在冷静期结束后登记;一方要求离婚的由人民法院进行调解,
调解无效的准予离婚,或一方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所以,“离婚冷静

期”规定仅干预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对法院准予离婚不会有直接影响。

三、实证策略

(一)核心数据和主要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数据为民政部公布的分省季度统计数据。 截至本研究主要分

析完成时(2022 年 6 月),最新数据公布至 2021 年第四季度。 所以,本研究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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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时段为 2018—2021 年这四年,也就是“离婚冷静期”规定生效前三年和后一

年。 据作者所知,这是目前适合研究相关议题的最系统、精细和具有时效性的全

国性官方统计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为平衡(balanced)的省—季度面板

数据,共包含大陆 31 个省 16 个季度的 496 条观察值。
核心结果变量为省—季度层面的民政离婚登记数量,直接对应受到“离婚

冷静期”规定干预的离婚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民政部公布的原始数据为四个

季度累加统计数据,本研究通过将同年相邻季度相减,获得对应单一季度的离婚

数量。 此外,在 2018—2021 年,该数据的统计单位从对变为万对(精确到小数点

后一位)。 所以,本研究统一以万对为分析单位。
在不同实证分析环节,本研究还将利用包括法院准予离婚数量、各类地区统

计指标和网络搜索指数等一系列变量来进行比较或控制,以推进全面、深入的分

析。 这些变量分别构建于司法裁判文书大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和百度指

数等不同来源,具体细节将在下文中对应各分析环节依次介绍。

(二)研究设计

1. 事件研究法

我们首先运用事件研究(event study)法对我国“离婚冷静期”规定出台前后

的民政登记离婚数量变化进行分析。 事件研究法采用对特定政策或法律发生干

预的节点前后各时点的结果变量取值进行系统比较。 这种方法直观描述干预前

后的结果变量差异,尤其适用于观察评估政策或法律相关的动态影响。 在满足

结果变量在(控制特定协变量的条件下)干预前各观察期趋势稳定且没有干预

时将继续保持该趋势等相关假设下,可以认为干预后结果变量的差异为干预效

应,也就是该政策的影响。 该假设不成立时,虽然不支持因果解读,事件研究法

的趋势发现仍是对现实社会具体变化有意义的描述。
考虑到《民法典》通过时间即“离婚冷静期”出台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

可以将干预时点视为 2020 年第二、三季度之交。 2020 年第三季度为干预发生

后的第一个观察期( t = 0),之后季度依次为干预后时期( t = 1,2,……),之前季

度依次为干预前时期( t = - 1, - 2,……)。 这样设定是因为公众对于“离婚冷静

期”的知晓和讨论始于《民法典》通过之时。 尽管“离婚冷静期”在 2020 年第三、
四季度尚未生效,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个设定来检验是否在生效前已经产生了提

前“扎堆”离婚的预期效应(anticipation effect),且不妨碍观察生效后的影响。
遵从事件研究法设定惯例,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识别策略是将各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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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数量与干预前最后一期( t = - 1)的离婚数量进行比较,并检验差异的统计

显著性。 事件研究法的具体模型设定简洁直观,即干预前最后一期( t = - 1)为
被忽略的对照期(omitted reference period),其他干预前和干预后各期分别对应

一个二分哑变量,其估计系数为该期经过模型调整后预测的离婚数量与对照期

离婚数量之差。 理想条件下,我们期待在纳入一系列合理的控制变量对模型估

计进行调整后,干预前各期的估计系数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说明事件

研究法相关的假设很可能是成立的,经过模型调整的干预前各期离婚数量趋势

是稳定可预测的。 如此,当我们假设这个稳定趋势在没有“离婚冷静期”干预下

在后续时期中会继续存在,即在没有“离婚冷静期”的平行世界中后续各期的反

事实(counterfactual),那么,基于真实世界数据计算的干预后各期离婚数量与该

反事实趋势比较得出的差异就可被视为在上述假设成立时“离婚冷静期”的因

果干预效应,即“离婚冷静期”造成的离婚数量变化。
此外,还存在一个来自数据的挑战,即民政部公布的各季度离婚数量存在一

定的季节性差异(详见下文讨论图 1 描述性统计)。 由于没有其他数据可供对

比分析,我们无法具体确定造成该季节性系统差异的原因究竟是各季度实际离

婚数量的浮动还是民政部门的特定日常统计工作规律,抑或是各季度假日和办

公日数量不同导致的民政部门开放登记的机会差异。 尤其是最后一种,登记机

会造成的差异在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对离婚数量的影响可能进一步

增大,而且可能存在省际差异,所以需要系统地分省分季度进行控制。
综合考虑该潜在偏误的机制不确定性和数据可得性等限制,本研究将采取两

个方案来应对这个挑战。 首先,在所有分析中针对性地以该省该季度民政部结婚

登记数量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控制,这样不仅考虑到了各省民政部门在婚姻事务统

计工作规律和开放办公时长上的潜在差异,更有效处理了各地各季度由于疫情而

临时暂停或减少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的混淆影响。 其次,进一步替换对照期进行年

度和季度同比比较。 对各年四个季度加总获得年度总量,再以“离婚冷静期”出台

前一年即 2019 年为对照期进行比较。 同时,尽管事件研究模型设定不支持控制季

度固定效应,但可通过分样本分析各季度跨年同比,摆脱季节性差异的混淆影响。
具体采取“离婚冷静期”出台前的 2020 年第一、二季度和 2019 年的第三、四季度分

别作为对照期,进行各季度同比的事件研究。 考虑到 2019 年也是疫情发生前一年,
全年和各季度同比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厘清疫情和冷静期对离婚数量的不同影响。

这里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与结果变量同出自民政部统计数据的省—季度层

面婚姻登记数量,以及用于控制社会经济水平的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 其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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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控制变量还包括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的省—年度人均 GDP、常住人

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人均消费支出。 为保证因果时序,这些数据均滞后一年

纳入分析。 此外,模型中还引入了省级固定效应,以控制各省在政治经济、家庭

文化、地理历史等各方面不可观测的系统差异。 同时,为处理同省跨季度观测值

间的系统关联,模型估计采用稳健标准误并在省级层面聚类调整。
2. 双重差分法

我们可以通过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法,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

检验“离婚冷静期”的影响。 尽管上述事件研究法已可以识别“离婚冷静期”的
影响,但因为该规定是在全国各地同时生效的,事件研究法的识别是通过对比干

预前(pre-treated)或事件研究方法论中所谓的“尚未被干预”(not-yet-treated)的
各省离婚趋势构建的反事实而得出的。 既然“离婚冷静期”仅针对民政部门登

记离婚,对法院诉讼离婚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法院准予离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

作另一个重要的参照组———在规定生效前后保持稳定的“恒不被干预” (never-
treated)组。 在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等特定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各

省法院准予离婚为民政登记离婚构建另一个反事实趋势,比较同省民政登记离

婚和法院准予离婚之间的数量差异在“离婚冷静期”干预前后的变化,即可从另

一个角度检验和量化“离婚冷静期”的影响。 由于增加了“恒不被干预”参照组,
双重差分法较前述事件研究法的提升在于可以进一步控制时期混淆影响。

通过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我们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的识别框架内对各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及其交互作用进行控制

后,估计“离婚冷静期”的干预效应。 这种识别策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面

临的另一个数据挑战:可以匹配“省—季度”分析单元层级、构建具体控制变量

的各省分季度统计数据非常缺乏,然而如果模型估计仅依赖宏观的分省年度数

据所构建的控制变量,则可能因无法考虑年内不同时期间的差异变化而导致遗

漏变量偏误。 通过控制省、年度和季度固定效应及其各种交互组合,我们可以绕

过具体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局限,剔除各省各时期间的动态的系统性差异,因为

所有控制变量的混淆效应均会被同层级固定效应项等价吸收替代。
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相对应,因为增加了另一个离婚渠道———法院准予离

婚作为对照组,所以我们的数据结构变成了省—季度—离婚渠道层面的面板数

据。 因变量为某省某季度某渠道的离婚数量。 一个重要自变量是干预组状态,
即离婚渠道:民政登记为干预组,法院准予为对照组。 另一个重要自变量为干预

前后状态:2021 年之前的季度为干预前,之后的季度为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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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并没有全国层面的法院准予离婚数量的分省分季度统计数据,所
以只能基于裁判文书网大数据构建代理指标。 通过裁判文书日期和省份进行限

定后,对案由为“离婚纠纷”、案件类型为“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并记

录数量。 考虑到离婚相关司法程序主要包括调解和判决两步,我们纳入计数的

文书类型包括“判决书”和“调解书”两类。 为防止重复计数,我们仅对审判程序

为“民事一审”的文书进行计数。 由于裁判文书上传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发

现各地 2021 年第三、四季度的相关文书数量均显著少于之前各季度。 因为这个

数据限制,考虑到前文所述的离婚趋势季节性混淆风险,我们的双重差分分析继

续采取跨年季度同比的设计,观察期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每年第一、二季度,“离
婚冷静期”生效前的 2018—2020 年第一、二季度观察值为干预前,2021 年第一、
二季度观察值为干预后。 虽然我们只能对比每年前两个季度导致可供分析的

省—季度民政登记离婚数量观测值减半,但由于数据结构发生变化,成对新添了

对应的省—季度法院准予离婚数量观测值,所以分析样本总规模不变。 模型估

计同样采用稳健标准误并在省级层面聚类调整。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增加了同省同季度法院诉讼离婚作为参照组,本研

究可以较前述事件研究法更全面地控制疫情影响。 不仅可以继续使用同省同季

度的结婚登记数据作为控制变量,还可以利用省、年、季度多维交互固定效应项

等设定对同时作用于同一省份特定季度内所有离婚决策的疫情影响进行剥离。
此外,我们还可以更加灵活地针对疫情可能的影响进行分样本检验。

3. 影响机制探索

以事件研究和双重差分两种方法交叉验证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离婚冷

静期”规定在全国层面的平均干预效应。 但是,我们对“离婚冷静期”降低离婚

登记数量的影响机制仍缺乏系统认识。 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探查“离婚冷静

期”干预效应随相关地区特征呈现的结构性差异,即通过回答“冷静期对哪些地

区的离婚行为影响更大”,对一些潜在影响机制进行探索性检视。
本部分分析将继续基于省—季度民政离婚登记数据,以离婚登记数量为因

变量,继续通过一系列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离婚冷静期”生效与否和各省特定

(生效前)特征的交互作用,即特定的地区间结构性差异是否可以调节“离婚冷

静期”规定对离婚行为的影响程度。 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具体包括区分规定生效

前后的哑变量及其与特定省级特征的交互项,同时控制前述两环节已介绍并纳

入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连续趋势、省—季交互固定效应。 为便于交互项结果解

读,所有相关省级调节变量均围绕样本均值进行编码( centered on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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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与前述两部分分析相同,模型估计采用稳健标准误,并在省级层面进行

聚类。 相关潜在影响机制、具体涉及的地区结构性因素和数据来源都将结合具

体发现在下文“影响机制探索”一节中详细介绍。

四、研究发现

(一)初步描述:民政离婚登记数量趋势

图 1 描述了 2018—2021 年省—季度层面民政离婚登记数量的平均趋势变化。
第一,年内离婚数量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差异,呈现第一、三季度较高,第二、四季度较

低的离婚趋势。 2018 年和 2019 年各季度相对平稳且差异模式高度相似,而 2020 年

和 2021 年第三、四季度仍大致延续该差异模式。 2020 年第一季度的离婚数量有明显

下降,可能与新冠疫情发生的各种影响有关,但第二至第四季度数量恢复到往年同比

相似水平。 第二,2021 年“离婚冷静期”生效后,各季度离婚数量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第一季度的下降非常明显,第二季度有所回升,但第三、四季度进一步回落。①

图 1　 民政部 2018—2021 年省—季度平均离婚登记数量

(二)事件研究:民政离婚登记数量的趋势变化

通过事件研究法系统控制一系列潜在混淆因素,从图 2 中可以发现“离婚冷

静期”规定确实引起了我国离婚数量的较大变动,而且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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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后降低两个阶段。 在详细讨论这两个阶段前,我们首先需要确认,规定出台

前,对照期(2020 年第二季度,即 t = - 1)与之前各期在控制相关变量后通过事

件研究模型调整估计的离婚数量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换句话说,模
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出一个假定没有干预存在的反事实趋势,用以与干预后真实

观察到的离婚数量变化进行比较。 图 2 说明我们的模型设定较好地完成了这个

任务,尽管在具体估计量上仍存在一定的季节性,但除 2020 年第一季度离婚数

量仍显著小于对照期以外,之前各期与对照期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差异

(以 95%置信区间为标准)。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偏离反映了现实世界复杂性对

实证研究的挑战。 因为该季度是我国新冠疫情发生的初始季度,对正常生活生

产秩序的影响是剧烈而突发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对拟合离婚数量趋势

的临时偏离是存在的,但未必是长期稳定趋势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我们对干预

前后各期的模型拟合和估计分析仍应是合理可信和有意义的。

注:t = - 1 对应 2020 年第二季度,即规定出台前一季度;t = 2 对应 2021 年第一季度,即规定

生效季度。
图 2　 “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省—季度平均离婚登记数量的事件研究估计结果

干预后,第一阶段变化是“离婚冷静期”规定出台后、生效前的 2020 年后两

个季度,如图 2 所示,离婚数量出现了上涨。 这个时间节点的变化也与百度指数

反映的相关搜索趋势相似,公众对“离婚冷静期”最为关注的时段也出现在规定

出台后的较短时间内。 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规定出台与生效日期存在时间差,计
划离婚群体为规避规定而选择尽快集中离婚,即“离婚冷静期”产生了反向的预

期效应。 不过,这也可能是疫情发生导致 2020 年第一、二季度离婚相对困难的

推后累积效应,或同时叠加了季节性差异。 后续季度同比分析将帮助我们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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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可能性。
第二阶段变化是“离婚冷静期”生效后的 2021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可以

视作该规定的干预效应。 在此期间,离婚登记数量不仅低于之前等待规定生

效的两个季度,而且与规定出台前的各期相比也存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下

降。 其中,规定开始生效的 2021 年第一季度与前一季度相比降幅尤为剧烈,
其中不仅包含“离婚冷静期”对于夫妻离婚决策的实际影响,也包含冷静期本

身带来的起始时间限制。 在该季度的三个月中,由于受 30 天冷静期限制,公
众实际上只有约两个月时间来登记离婚,可能导致对该季度离婚数量的低

估,而且会使得部分本应在该季度的离婚登记被挤压推后到下一季度。 因此

不难理解,在第二季度确实出现了离婚数量“反弹”,但其水平仍低于生效前

的趋势水平,甚至与 2020 年第一季度因疫情爆发而出现的前三年最低值相

仿。 随后的第三季度离婚数量与干预前基本持平,而第四季度略有回落。
2021 年后三个季度的结果也说明,“离婚冷静期”生效后对于降低离婚数量

的作用并非只源于生效时需等待一个月的短期客观时间差因素,而是确实稳

定存在的。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应进一步确证,选择 2020 年第二季度作为

对照期是否会因为原始数据的季节性差异模式而导致估计结果不稳定? 我

们可以基于与前述总体分析相同的模型设定,采取全年比较和分季度跨年

同比的策略来进行检验,结果见图 3。 首先,我们将季度数据汇总为年度数

据比较。 以规定出台前的 2019 年为对照年,可以发现经模型调整后的 2018
和 2020 年的离婚数量估计与 2019 年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而冷静

期生效后的 2021 年有明显下降,各省平均下降约 4. 64 万对。
其次,我们分别对四个季度进行跨年同比。 这种分样本分析实际上等于控

制了季度固定效应,排除了季节性系统差异的影响。 通过与规定出台前的 2019
年或 2020 年相应季度进行各季度跨年同比,2018—2020 年三年的对应季度的

离婚数据估计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 2021 年该季度的离婚数量则普遍存在显著

下降。 其中,第一季度较之前三年同比每省平均减少 1. 64 万对,第二季度为

0. 53 万对,第三季度为 0. 66 万对,第四季度为 1. 27 万对。
总之,跨年比较和季度同比这些不同的实证策略共同证实,“离婚冷静期”

规定生效后离婚数量的下降是真实存在的,结论不因数据自身特征和特定对

照期选择而改变。 这些同比结果还说明,前述分析中 2020 年第三、四季度离婚

数量的显著上升可能主要源于 2020 年民政登记离婚数量的季度间差异,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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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的反向预期效应。 此外,2020 年和 2019 年全年或各季度同比离

婚估计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 2021 年则显著下降,说明模型设定较好地剥离

了疫情的影响,识别出了“离婚冷静期”的影响。

注:t = 2019 对应规定出台前的第三、四季度,t = 2020 对应规定出台前的第一、二季度。

图 3　 “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省—季度平均离婚登记数量的事件研究估计结果:

年总量对比和各季度跨年同比

(三)双重差分:与法院准予离婚数量比较的差异变化

如前所述,民政登记离婚受到“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干预,而司法渠道离婚

不受规定干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双重差分法来比较民政登记离婚和司法准

予离婚数量差异在冷静期规定生效前后的变化。 基于这个与事件研究法不同的

评估策略,引入独立于民政部统计数据的司法文书大数据这一外部来源,我们再

次发现,“离婚冷静期”规定生效后,民政登记离婚数量明显下降。①

表 1 汇总了各双重差分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 总体来看,不同模型的估计

结果高度一致:“离婚冷静期”的平均干预效应为 - 1. 32 左右,即规定生效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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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前两个季度每季度平均减少了 1. 32 万对离婚。 不过,不同模型设定背后的考

量是不同的,值得展开讨论。

　 表 1 “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民政登记离婚数量的双重差分估计

(1) (2) (3) (4) (5) (6) (7)

2018—2021 年全样本
跳过

2020 年
2020—
2021 年

干预组
(民政登记 = 1)

　 2. 395∗∗∗

(0. 284)
　 2. 395∗∗∗

(0. 283)
　 2. 395∗∗∗

(0. 282)
　 1. 857∗∗∗

(0. 268)
　 1. 945∗∗∗

(0. 275)
　 2. 567∗∗∗

(0. 307)
　 2. 052∗∗∗

(0. 238)

“冷静期”生效后
0. 091

(0. 049)

干预组
× “冷静期”生效后

- 1. 317∗∗∗

(0. 179)
- 1. 324∗∗∗

(0. 177)
- 1. 314∗∗∗

(0. 179)
- 1. 322∗∗∗

(0. 188)
- 1. 332∗∗∗

(0. 189)
- 1. 485∗∗∗

(0. 204)
- 0. 970∗∗∗

(0. 136)

固定效应

省份 控制　 　

年 控制　 　 控制　 　

季度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 控制　 　

省份 × 年 × 季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干预状态
× 线性季度趋势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206　
(0. 654)

0. 866
(1. 506)

　 0. 572∗∗∗

(0. 120)
- 0. 163　
(0. 350)

　 0. 590∗∗∗

(0. 122)
　 0. 511∗∗∗

(0. 090)

观测值 495 495 494 495 495 370 246

R2 0. 788 0. 802 0. 814 0. 960 0. 929 0. 817 0. 815

　 　 注:(1)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为省—季度—干预 / 对照组离婚数量,干预组状态编码为民政登记 = 1,
法院准予 = 0。 (2)稳健标准误在省级层面聚类调整。∗P < 0. 05,∗∗P < 0. 01,∗∗∗P < 0. 001。

模型 1 分别控制了省、年、季度三个方面的固定效应,意味着估计结果已排

除三个方面的混淆因素:各省固有的任何系统性差异(如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基

数、文化关系等)、不同年份的时期差异以及季度间的规律变化。 可以说,这个

起始模型设定已经较全面地控制了各种潜在混淆因素。 不过,我们还可以引入

不同维度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不断“加压”,对混淆因素进行更为细致的控制和

考虑,以确认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模型 2 控制了省—年交互固定效应和季度固

定效应,即假定各季度的影响存在跨年规律性,但各省特有的混淆作用会随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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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模型 3 进一步控制了省—年—季度交互固定效应,也就是假定混淆因素

来自各省因年份和季度而异的差异性。 模型 4 控制了省—离婚渠道—季度线性

趋势的固定效应,即假定混淆因素可能因各省内民政或司法离婚的渠道差异而

不同,而且存在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线性变化。 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了年份固定效应,即假定模型 4 未考虑的年份差异同样存在混淆作

用。 综上,在数据层级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对潜在混淆因素进行了各种假

定和控制,仍然得到了高度一致的稳健的估计结果。
最后,模型 6 和 7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是否研究发现主要源于

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非“离婚冷静期”规定。 模型 6 假定我们可以跳过因疫情发

生而导致生活秩序突变的 2020 年,仅考虑冷静期生效后的 2021 年和生效前且

无疫情的 2018 年和 2019 年各期数据。 这是尝试排除一种可能的偏误,即 2020
年的离婚行为可能受新冠疫情影响而较为特殊,进而影响了我们对于“离婚冷

静期”干预效应的整体估计。 实际上,当我们在估计中排除 2020 年数据后,可以

看到干预效应不仅仍然显著,而且更大了,达到 - 1. 485,说明疫情发生的 2020
年离婚水平已有所下降。 如果只与疫情前正常年份的离婚状况进行比较,“离
婚冷静期”对于离婚数量的消减作用甚至更大。 模型 7 从另一个角度限定我们

对疫情阴影下的 2020 和 2021 两年的第一、二季度进行双重差分分析。 由于均

受到疫情影响,比较这两年可以大致抵消疫情的作用。 我们仍可以发现干预效

应为 - 0. 970,统计意义显著且规模较大,说明在疫情已经减少离婚数量的基础

上,“离婚冷静期”规定进一步减少了离婚登记数量。
本节还进行了另外三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考虑民政登记离婚与司法诉

讼离婚数量规模存在一定差异且各省间不同,本研究尝试将两者对数转换后

再进行基于上述模型 1 ~ 7 的双重差分估计。 第二,本研究另外尝试用前一年

常住人口为分母构建登记离婚和法院准予离婚的近似粗离婚率作为因变量。
第三,考虑法院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两类文书和背后司法程序及离婚情况都

可能存在系统差异,我们尝试仅以判决离婚数量来构建对照组。 各项检验的

结果与主要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确保了发现的稳健性。 限于篇幅,此处

不再具体汇报。

(四)影响机制:地区间结构性特征差异如何调节“离婚冷静期”规定的作用

前述分析着眼于识别“离婚冷静期”的全国平均干预效应,仅将不同地区间

社会结构性因素差异作为控制变量或固定效应进行剥离。 本节旨在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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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行为的影响是否因各地结构性特征差异而发生系统

变化,并通过这些异质性分析来探讨可能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认为,通过现实数

据观察到的“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影响至少可能反映了两类潜在影响机制。
第一类机制与冲动等主观因素直接相关,主要涉及“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

婚决策过程及其偏误风险带来的变化。 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类似“离婚

冷静期”政策影响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在决策中容易出现“预期偏误”
(projection bias)(Loewenstein et al.,2003)。 人们在估计重大决策的后果和感受

时可能出现偏差,尤其会错误估计个人的适应性(adaptation)。 所以,可能存在

部分夫妻在(冲动地)做出离婚决定后,在“冷静期”内重新审视自己原先对离婚

原因和后果的估计以及对继续维系婚姻生活的适应性,而后做出了与之前不同

的判断和决策。 与该理论呼应的是,目前心理学主流的二元系统决策理论模型

认为,人们的决策依赖两个不同的认知系统(系统 1 和系统 2),在对二者的应用

和转换过程中可能引起各类偏误(相关理论的综述可参见 Kahneman,2011)。 系

统 1 是冲动的,日常运行基于经验和直觉,被用来快速处理各类信息,但容易引

起决策偏误;系统 2 则需要刻意开启,用来深度思考事物内在规律和计算、总结

复杂信息,但需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 所以,部分“冲动” “轻率”的离婚决策可

能是夫妻在高度情绪化的时候系统 1 的迅速决策,在“冷静期”中,部分夫妻可

能渐渐“慢”下来,使用系统 2 来深度全面权衡解除婚姻的利弊,进而改变了初

始的离婚决策。
第二类机制并非与冲动等主观因素直接相关,而是关乎离婚成本效用的

两部分变化:“离婚冷静期”规定引发的狭义离婚成本效用变化,以及公众讨论

带来的对广义离婚成本效用的认知更新。 一方面,“离婚冷静期”不仅增加了

离婚等候时间成本,还可能提高了夫妻达成一致的协商成本、递交离婚申请后

仍需维持沟通的情感负担等一系列与离婚直接相关的主客观成本。 所以,不
排除有部分计划离婚的夫妻因为“离婚冷静期”规定生效后狭义离婚成本的增

加使其离婚与否的效用差距减小甚至反转,进而选择放弃离婚。 另一方面,从
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部分考虑离婚的夫妻可能从“离婚冷静期”
出台后公众的广泛讨论中获得了更多有关离婚对自身和家人(尤其是子女)的
利弊信息,通过这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学习更新了对广义离婚成本效用的认

识,权衡后做出了不申请离婚或申请后不坚持离婚的决定。
1. 探索第一类机制:基于复婚率和离婚年龄分布的异质性分析

我们尝试通过“离婚冷静期”出台前复婚率和离婚人群年龄分布两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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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差异,探索“离婚冷静期”规定带来的离婚登记数量减少程度是否与各

地离婚决策偏误风险水平的差异相关。 首先,复婚,即部分已离婚夫妻决定恢

复结婚的行为反映了对之前离婚决策的否定。 《婚姻法》规定:“离婚后,男女

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 由于在“离婚

冷静期”规定生效前离婚登记手续简单迅速,复婚率可以视作一个相对系统和

直观的代理指标,其水平较高往往意味着该地区离婚人群的决策偏误风险较

高,可能冲动、草率离婚决策导致后来反悔的现象较普遍 (宋健、李灵春,
2022)。① 其次,考虑离婚接受度和发生率的世代差异以及决策模式的一般性

年龄差异,我们可针对离婚人群的年龄分布提出一个朴素假设,即离婚人群中

年轻人越多的地区,可能存在的冲动离婚决策越多,离婚决策偏误水平可能相

对较高。②

本研究基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0》构建了 2019 年各省的粗复婚率(以
各省年底常住人口为分母)和年内离婚登记人群中 20 ~ 29 岁、30 ~ 34 岁、35 ~
39 岁以及 40 岁以上各年龄组占比。 选择 2019 年是考虑这是“离婚冷静期”出
台前和疫情发生前一年,反映了各地基线差异,与后续年份情况最为接近且不存

在时序和疫情混淆偏误的风险。 此外,还通过百度指数构建了各省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复婚”搜索指数排名作为补充分析,因其在一定意

义上反映了各省在规定出台前考虑复婚的网络关注度。
表 2 中两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一致显示,复婚率或复婚关注度越高的省份

“离婚冷静期”规定生效后离婚登记数量的降幅越大。 换言之,在离婚决策偏误

整体水平可能较高的地区,“离婚冷静期”的干预作用更大,揭示了“离婚冷静

期”对离婚登记数量的一类影响机制可能是通过延长决策过程来降低冲动、草
率等带来的决策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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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复婚行为是夫妻对既定离婚决策的否定和纠正,但冲动草率离婚引发的决策偏误可能仅仅是复

婚的一类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以省级复婚率来衡量地区离婚决策偏误风险水平高低、测量误差

不可避免,仅可将其视作较系统、直观的代理变量。 不过,基于其他原因的复婚未必会在“离婚冷静

期”生效前后出现系统变化。 本节旨在通过该代理变量识别规定影响的大致变异性模式而非系数大

小,对结果做出探索性解读相对保守可靠。
社会学有关离婚行为的文献中尚未有关于这一点的针对性研究和系统证据,所以我们仅能做这样一

个朴素大胆的假设以供探索研究。 不过,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年龄与一般性决策偏误的理论和行为实

验证据:年轻群体(18 ~ 26 岁)往往针对与当前选择相关的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而不考虑未来得失,
而年长群体(60 ~ 82 岁)则更倾向于采用通盘考虑既往得失和未来利益的决策模式;在与真实世界常

见决策情境相仿的实验中,年长人群的决策表现全面优于年轻人群(Worthy et al.,2011)。



　 表 2 地区结构性差异对“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的调节作用:

　 　 复婚行为与离婚人群年龄分布 N = 496

(1) (2) (3)

复婚率 “复婚”搜索排名 离婚年龄比重

“冷静期”生效后
- 1. 372∗∗∗

(0. 268)
- 1. 668∗∗∗

(0. 158)
- 1. 539∗∗∗

(0. 211)

生效后 × 复婚率
- 0. 079∗

(0. 037)

生效后 × “复婚”搜索排名
- 0. 069∗∗∗

(0. 008)

生效后 × 20 ~ 29 岁占比
　 0. 091∗∗

(0. 026)

生效后 × 30 ~ 34 岁占比
- 0. 142∗

(0. 057)

生效后 × 35 ~ 39 岁占比
0. 118

(0. 09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季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 954. 9∗

(415. 7)
- 489. 3

　 (260. 9)
- 461. 4

　 　 　 (374. 1) 　 　

R2 　 　 0. 961 　 0. 974 　 　 　 0. 966　 　

　 　 注:(1)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为省—季度离婚登记数量。 (2) “复婚”搜索排名为逆序编码,数
值大即排名高,所有地区特征变量均已围绕样本均值进行编码。 (3)控制变量包括对应省—季

度层面民政登记结婚数量、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以及滞后一年的省层面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占

比、人均 GDP、人均消费支出。 (4)稳健标准误在省级层面聚类调整。 ∗P < 0. 05,∗∗P < 0. 01,∗∗∗

P < 0. 001。

有关离婚年龄分布的调节作用分析也反映了相似的异质性模式。 表 2 中存

在一个有趣的反差:“离婚冷静期”规定在离婚人群中 20 ~ 29 岁占比较大的省

份影响更小,但在 30 ~ 34 岁占比较大的省份作用更大,且估计系数规模也更大。
乍看之下,这个反差似乎并不支持“越年轻冷静期作用越大”的朴素假设。 实际

上,这个反差主要源于我国当前 20 ~ 29 岁离婚人群的高度选择性。 2020 年人

口普查显示,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 28. 67 岁,所以 20 ~ 29 岁离婚的群体

属于早婚又早离的少数群体 (在各省 2019 年离婚人群中平均占比仅为

18. 5% )。 该年龄组占比较高的省份往往城镇人口占比较低、相对欠发达,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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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差异更多反映的是初婚年龄的差异,而非相对较为冲动的群体大小。 离婚

人群真正的大多数集中在 30 岁以上(各省 2019 年 30 ~ 39 岁平均占比 44. 4% ,
40 岁以上占比 37. 0% )。 其中,仅 30 ~ 34 岁年龄组就占比 25. 7% ,是占比最大

的一个年龄组。 30 ~ 34 岁实际上对应了在婚人群中相对较年轻的年龄段,也是

离婚人群中家庭负担相对较小(无子女或子女较小、赡养老人需求较小)的群

体,更可能因冲动而决策失误。 实证结果也说明,在离婚人群中 30 ~ 34 岁占比

越大的省份“离婚冷静期”生效后离婚数量降幅越大。
2. 探索第二类机制:基于“离婚冷静期”关注度和离婚相关信息搜索行为的

异质性分析

下文针对离婚成本效用变化类影响机制的结构性进行探索分析,聚焦于

“离婚冷静期”规定引发的社会性学习带来的对广义离婚成本效用的认知更新。
这个选择主要考虑狭义离婚成本效用变化的影响机制与“离婚冷静期”具体规

定直接对应,逻辑上已经清晰直观,而且更适合未来待相关微观数据可得后进行

夫妻层面的细致检验。 现在的宏观探索分析针对与广义离婚成本的社会性学习

相关的影响机制,涉及两方面的地区差异:公众对“离婚冷静期”相关社会讨论

的关注度差异,以及公众对离婚及其程序、后果等具体信息的搜索学习差异。 本

研究基于百度指数数据,对各省根据对应关键词的标准化搜索指数进行排名,构
建了相应的代理测量变量。 为方便解读实证结果,排名均为倒序,数值越大说明

标准化搜索频率越高。 为了聚焦于“离婚冷静期”及其引发的社会性学习,相关

搜索设定为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即规定正式出台但尚未生效

的这段时间。
表 3 显示,首先,在规定出台后、生效前搜索“离婚冷静期”排名越高的省

份,生效后离婚数量的降幅越大。 这说明公众对“离婚冷静期”的认知度和关

注度可以调节该规定的干预作用大小。 此外,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个异质

性模式也说明各地人群对规定的接受或暴露风险( exposure)差异有系统影

响,证明前述有关“离婚冷静期”的全国层面平均干预效应的研究设计和实证

分析有效识别了“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干预效应而非其他未知混淆因素的

影响。
其次,各地区在规定出台后、生效前有关离婚相关信息的一系列搜索学习指

标差异均与“离婚冷静期”的作用大小差异相关。 构建这些信息搜索指标的关

键词既包括最为概括的“离婚”,也包括更加具体的“离婚程序”“离婚协议”“离
婚孩子”等。 后一类含限定词的搜索背后涉及的搜索人群可能与旨在通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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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离婚相关具体信息的潜在离婚决策的相关人群尤其相近。 分析结果一致表

明,在相关网络搜索排名更高的地区,即更可能在“离婚冷静期”规定出台后网

络热烈讨论中获得更多、更全面的有关广义离婚成本信息的地区,“离婚冷静

期”生效后离婚登记数量的降幅越大。

　 表 3 地区间结构性差异对“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的调节作用:

　 “离婚冷静期”关注度与离婚相关信息搜索行为 N = 496
(1) (2) (3) (4) (5)

“离婚冷静期” “离婚” “离婚手续” “离婚协议” “离婚孩子”

“冷静期”生效后
- 1. 590∗∗∗

(0. 155)
- 1. 564∗∗∗

(0. 160)
- 1. 653∗∗∗

(0. 168)
- 1. 476∗∗∗

(0. 145)
　 - 1. 730∗∗∗

(0. 180)

生效后 ×
“离婚冷静期”搜索排名

- 0. 068∗∗∗

(0. 009)

生效后 × “离婚”搜索排名
　 - 0. 065∗∗∗

(0. 009)

生效后 × “离婚手续”搜索
排名

- 0. 067∗∗∗

(0. 009)

生效后 × “离婚协议”搜索
排名

- 0. 066∗∗∗

(0. 009)

生效后 × “离婚孩子”搜索
排名

- 0. 067∗∗∗

(0. 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季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 240. 7　
(260. 0)

- 202. 5　
(280. 9)

- 397. 4　
(265. 5)

- 23. 75
(249. 2)

- 664. 0∗

(254. 0)

R2 　 　 0. 972 　 0. 972 　 　 0. 972 　 　 0. 972 　 　 0. 971

　 　 注:(1)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为省—季度离婚登记数量。 (2)各搜索排名为逆序编码,数值大即排名
高,已围绕样本均值进行编码。 (3)控制变量包括对应省—季度层面民政登记结婚数量、城镇和农村
低保标准,以及滞后一年的省层面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占比、人均 GDP、人均消费支出。 (4)稳健标准

误在省级层面聚类调整。∗P < 0. 05,∗∗P < 0. 01,∗∗∗P < 0. 001。

本节有关机制的探索分析也通过了多个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复婚风

险人群的定义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同年结婚对数或离婚对数为分母,分别计算了

近似细复婚率指标。 其次,使用两种固定效应模型替代性设定,即仅控制省级固

定效应和季度固定效应的相对宽松设定,以及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与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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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固定效应以重点控制时期混淆效应的设定。 在这些检验中,本节所有实证

发现均保持稳健,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报告具体结果。①

五、结论和讨论

基于民政部省—季度离婚登记统计数据,辅以司法裁判文书大数据、国家统

计局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基于互联网搜索大数据的百度指数等,本研究系统分

析了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离婚冷静期”规定对我国离婚登记数量的干预作

用。 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的不同识别策略交叉验证,实证分析一致说

明“离婚冷静期”规定显著减少了我国离婚登记数量。 不论是以规定前的民政

登记离婚趋势构建反事实的事件研究,还是以民政登记离婚与法院准予离婚数

量差异构建反事实的双重差分分析,均识别出了相似的“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干

预效应。 各项研究发现还通过了丰富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确保了结论的可靠

性。 根据具体识别策略的不同,2021 年“离婚冷静期”规定使得各省各季度离婚

登记数量平均减少 1. 03 ~ 1. 32 万对。② 结合全国在规定生效前的 2018—2020
年三年间各省各季度平均 3. 11 万对民政登记离婚的现实情况来看,“离婚冷静

期”作为一项旨在干预因冲动情绪等复杂主观因素导致离婚决策的社会家庭政

策,使离婚登记数量降低了 33% ~42% 。
本研究还通过分析地区间结构性差异对“离婚冷静期”影响的调节作用的

宏观异质性,尽可能探索了两类潜在影响机制。 第一类影响机制是“离婚冷静

期”可能通过延长决策过程降低部分由冲动、草率等主观因素带来的离婚决策

偏误风险。 在“离婚冷静期”规定出台前,潜在离婚决策偏误风险水平较高的地

区,即复婚率较高、“复婚”网络搜索较频繁或离婚人群中较年轻人群比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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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检验了其他多种省级结构性特征差异对“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影响是否存在调节作用,具体

包括滞后一年期的人均 GDP 和人均消费支出;2020 普查数据中 0 岁或 0 ~ 4 岁人口性别比、高等教育

获得人群占比、离婚人群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重;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2022 年 6 月 18 日前上传)和

统计局 2020 年各省常住人口构建的分省每万人平均含“家庭暴力”词段一审判决文书数量,等等。
这些地区结构性差异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说明“离婚冷静期”对各地离婚

行为存在较为普遍的干预作用,其作用机制不存在上述替代解释,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本研究重点探

索的地区间结构性差异所反映的两类理论影响机制,对于深入理解“离婚冷静期”影响的独特价值。
此处仅为各方法估计系数平均值的简略概括,即事件研究法(连续比较设计)中 2021 年四个季度的

估计系数平均为 - 1. 03,事件研究法(同比设计)中四个季度估计系数平均为 - 1. 08,全年估计系数

按季度平均为 - 1. 18,双重差分法(第一、二季度综合同比设计)中每季度平均为 - 1. 32。



的地区,在规定生效后离婚登记数量的降幅较大。 第二类影响机制是“离婚冷

静期”不仅增加了等候时间和协商成本等狭义离婚成本,更可能通过引发社会

热议促进公众对广义离婚成本的社会性学习,进而推动部分潜在离婚夫妻对广

义离婚成本效用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研究发现,对“离婚冷静期”规定相

关讨论或对离婚程序及后果等相关信息搜索排名越高的地区,规定生效后的离

婚登记数量降幅越大。
诚然,本研究使用的离婚数量并非对离婚水平的完美测量,不过其他常用离

婚水平指标如粗离婚率和细离婚率也非完美,同样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人口结构

等因素的影响 ( England & Kunz,1975;谭远发、宋寅书,2015;杨菊华、孙超,
2021)。 本研究决定使用离婚数量主要有如下两点考虑:首先,对于本研究使用

的季度离婚数据,可供确切计算季度粗离婚率的分省分季度人口数据不可得,遑
论更加细致的分省分季度分在婚状态和年龄别的人口数据。 其次,针对该指标

的已知局限,本研究努力通过研究设计进行了弥补。 离婚数量易受不同地区时

期人口结构差异影响的统计特性主要体现在使用该指标直接比较时。 本研究并

非简单比较该指标,而是通过回归模型具体设定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和控制。 而

且,本研究观察期仅是 2018—2021 年,较短时间内各省内部的人口结构变动可

能相对较小,而省间差异较大,通过控制变量和各类固定效应可以对各省各季度

人口结构差异及其他不可观测的混淆因素进行较好的剔除。
本研究还有三个局限。 第一,本研究着眼于对“离婚冷静期”规定在全国范

围内的干预效应进行科学、系统的政策评估,使用的分省分季度数据尽管是最系

统和细致的官方数据,但不支持对微观理论机制进行直接验证,也无法确证疫情

等宏观环境是否会对个体离婚决策风险偏好和利弊权衡尺度产生长期的动态影

响。 这些问题有待相关微观数据可得后跟进研究。 第二,本研究重点关注了

“离婚冷静期”规定的短期效应。 未来研究还应跟进关注中期和长期影响,并将

这些有关离婚决策的主观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探讨置于我国不断变化的婚姻匹配

模式和代际流动性别差异模式等有关家庭过程的宏观趋势之中(Dong & Xie,
2023; Xie et al.,2022),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探查其变与不变。 第三,本研究以

离婚登记数量为关注点,识别的是“离婚冷静期”的总和效应。 离婚数量下降可

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是夫妻提出申请但冷静期结束未继续离婚的夫妻,另一类

是部分潜在可能离婚的夫妻决定不提出申请。 由于没有离婚申请数据,我们无

法区分两种作用。 但是,考虑到“离婚冷静期”作为一项公众普遍关切的社会政

策不仅影响潜在的离婚人群,还向广大在婚人群及全社会传递了导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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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ing),只有综合注重直接和间接两类作用才能全面评估其社会影响。
总之,本研究关于“离婚冷静期”规定影响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在客观可观测

的家庭婚姻匹配和社会结构因素之外,不可观测且学界较少探讨的主观因素在

我国不断攀升的离婚决策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为基于宏观可

得数据的一项政策评估研究,旨在为探讨“离婚冷静期”这项有着较多争议的热

点社会政策议题开启一个量化论证的思路,并期待将来有更多微观行为数据和

定性证据时可以结合本文的理论机制探索发现,尝试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家庭理

论发展做出贡献。 家庭政策的争议性和复杂性凸显了坚持价值中立的实证导向

进行相关学术讨论的重要性。 实证证据并非支持各种道德评判立场的基础,也
不对应冲动离婚是否应被干预避免的主观判断。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学界对离婚的负面影响的讨论有之,对勉力维系已破裂婚姻的负面影响的讨论

亦有之。 公众在对“离婚冷静期”的讨论中衍生出的对婚内性别劣势、家庭暴力

等诸多问题的关切,往往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朴素体验和日常总结,值得学界和

有关部门严肃关注。 与此同时,各界围绕“离婚冷静期”所反映的对于维系家庭

稳定的社会道德价值的不同评判取向,恰好呼应了学界长期以来有关家庭意义

复杂性的理论反思(近期相关讨论可参见肖文明,2022),值得更为广泛而深入

的学理探讨。 婚姻家庭作为复杂、系统且至关重要的微观社会过程,深嵌于国家

发展和历史沿革等宏大进程之中,家庭政策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亟待各方

共同保持审慎、及时、深刻、长期的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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